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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前预嘱（advanced care planning，ACP）指患者本

人对自己将来可能涉及到的医疗问题事先做出选择，以便

在自己不能做决定时，使当时的医疗决策符合自己的意

愿，其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医疗决策代理人、预定在疾病终

末期或特殊情况下是否进行生命支持治疗。数据证实，通

过 ACP，可使人们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医疗[1]。ACP 在许

多国家已广泛使用，并有法律支持。美国于 1991 年通过

了“病人自决权法案”（ the Patient Self-Determination 

Act），明确患者有权了解病情、选择医疗措施，承认书

面 ACP 的合法性；并要求医务人员向患者提供有关 ACP

的信息[2]。 

在中国，ACP 很少被提及，也无相关法律规定。在

患者失去医疗决策能力后，往往是其家属做出决定；而且

在恶性肿瘤方面，常对患者隐瞒病情，并代替做出选择。

患者与家属间很少谈论有关临终及生命支持等问题，家属

不知道患者的想法，往往做出违背患者意愿的选择。 

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，已有人提及这一问题。如

《中国医学论坛报》通过访问有关专家来探讨 ACP 的问

题 。 2006 年成 立 了 名为“ 选 择 与 尊 严” 的 组织 

（www.xzyzy.com），提倡通过 ACP 来实现有尊严的辞

世，并在其网站上提供 ACP 的中文版本。但普通人在这

方面的想法仍不为人知，拟通过本调查，初步了解中国人

对 ACP 的知晓率；对了解病情、做出医疗决策、以及对

生命支持治疗的态度；进一步探讨推行 ACP 的可行性。 

1  对象与方法 

采用调查问卷，每个问题均针对不同态度设计了不同

的选项供选择。内容包含：（1）受访者的一般信息、是否

听说过 ACP、对了解病情及医疗决策的态度等；（2）各种

情况下对生命支持治疗的态度，如昏迷、痴呆晚期、肿瘤

晚期等。 

2010 年 8 月，在北京市区及郊区各 2 家医院（北京协

和医院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、潞河医院、平谷医院）调查

门诊患者、家属、和医务人员；并在研究所大院和郊区农

村中调查居民。随机发放调查问卷。用卡方检验和比值比

来分析结果。 

2  结  果 

2.1  受访者的一般情况和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 

收回 155 份问卷，有效问卷 152 份，其中 37 人为医务

工作者，101 人接受过高等教育。52 人听说过 ACP（34.2%），

ACP 知晓率在医务工作者与非医务工作者之间，以及在不

同受教育程度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；表 1）。 
 

表1  受访者的一般情况及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 
Table 1  General information of all subjects and awareness of  

advanced care planning    [n=152, n(%)]   

项目 受访者 ACP 知晓者 

年龄≥60 岁 37(24.3) 12(32.4) 

男 67(44.1) 22(32.8) 

女 85(55.9) 30(35.3) 
＊教育程度    

小学及以下 6(3.9) 1(16.7) 

初中毕业 19(12.5) 5(26.3) 

高中毕业 26(17.1) 10(38.5) 
＃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 82(53.9) 29(35.4) 

研究生或博士 19(12.5) 7(36.8) 
△职业    

   医务工作者 37(24.3) 14(37.8) 

非医务工作者 115(75.7) 38(33.0) 

注: *在不同教育水平之间比较, c2＝1.7, P＝0.8; ＃受过高等教育

（大学及以上）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较, c2＝0.27, P＝0.6; 
△在医务工作者与非医务工作者之间比较, c2＝0.29, P＝0.6 

 

2.2  对于做医疗决策和生前预嘱的态度 

在是否想知道真实诊断上：大多数受访者（108/152, 

71.1%）想知道自己真实的诊断，包括不好的诊断；17.1%

的受访者（26/152）不想知道不好的诊断，11.2%的受访者

(17/152)希望由家人来决定是否告诉自己真实的病情。 

对于是否想自己做医疗决策这一问题，回答者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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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3%（57/149）表示愿意自己做医疗决定，58.4%（87/149）

希望同家属商量、一起做出决定，只有 3.4%（5/149）的人

不想自己做决定、要求由家属来代为决定。 

在问及是否会事先指定医疗决策代理人时，64.9%

（98/151）的受访者认为其家属可以自动成为医疗决策代理

人，而没有必要事先指定；35.1%（53/151）的人则希望事

先指定好包括家属在内的医疗决策代理人。 

45.7%的受访者（69/151）愿意预先做出医疗选择，

其中医务人员 23 人，非医务人员 46 人，相比之下，医

务人员更能够接受 ACP（OR＝2.43, 95% CI：1.13～

5.21）；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中 53.5%（54/101）能接

受 ACP，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（30%，15/50；

c2＝7.42, P＝0.006）。  

在被问及“如果家人已经到了疾病终末期，并已经事

先选择不做生命支持治疗，你是否认同其选择时”，43.7%

的受访者（66/151）认为这种放弃生命支持治疗的意愿是合

理的并且会遵从这一意愿；19.9%（30/151）的受访者认为

这一意愿有道理，但是希望同患者一起来做出决定；23.8%

的（36/151）受访者表示会根据当时情况来重新做决定；

12.5%（19/151）的受访者表示不能放弃对亲人的生命支持

治疗，而不考虑患者自己的意愿。 

2.3  不同情况下对于生命支持治疗的态度 

最低有 28.7%的受访者（假设濒临死亡）、最高有 65.5%

的受访者（假设痴呆晚期）拒绝生命支持治疗。对于心肺

复苏，22.8%（29/127）的受访者坚持在任何情况下进行，

38.6%（49/127）希望听从医师的意见，22.1%（28/127）的

人认为如果处于疾病终末期则拒绝，而 16.5%（21/127）的

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拒绝。 

我们查看了上文中 19 位坚持为其亲人使用生命支持

治疗的受访者自己对于生命支持治疗的态度，发现有 6 人

选择在生命终末期放弃心肺复苏，2 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拒绝

心肺复苏，5 人希望由当时的医师来判断进行心肺复苏有无

意义，无意义则不做。 

3  讨  论 

调查显示，ACP 在国内的知晓率还很低，医务人员与

非医务人员相比无显著性差异。目前国内的医院或医学院

校的课程中，没有关于 ACP 内容，这可能是造成 ACP 在

医务人员中知晓率较低的原因之一。从国外的经验看，如

果政府能够通过有关 ACP 的法律，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

ACP 的知晓率和使用率[3]。 

医务工作者更容易理解什么是生命支持治疗、以及

ACP 的含义，因而更容易接受 ACP，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。

因此，率先在医务人员中推广 ACP，可作为普及的第一步。 

尽管受教育程度对 ACP 的知晓率没有影响，但调查也

显示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对于 ACP 的接受率高于教育程度

低的人群，这和国外的许多调查结果相一致[4,5]。 

在中国的传统中，不愿意谈论死亡，认为隐瞒真相对

患者的健康有益。台湾的一项调查也显示，人们不接受 ACP

的原因是：我现在仍健康、不想考虑，我的家属会为我作

决定等[6]。这种传统的观念，不利于推广 ACP。中国有孝

敬老人的传统，某些人会把放弃对父母的生命支持治疗看

作是不孝。调查发现，坚持为其亲人使用生命支持治疗的

受访者中（19 人），68.8%（13 人）对自己会选择另一种态

度，可见对自己更容易做出理性的选择。 

我们的调查结果为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一些思路。首

先，ACP 在中国的知晓率仍然较低，而且有一些传统的观

念与 ACP 相悖，我们相信，通过积极倡导 ACP 中正确的

观点，增强公共宣传，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人们对于 ACP

的接受程度。其次，较为合理的步骤是在医务人员中首先

倡导 ACP，然后向全社会推广这个观念：生、老、病、死

每一个人都要经历，都有权利自己做主，决定有尊严地走

完人生的最后阶段；在疾病的终末期，无谓的抢救会带来

巨大的痛苦和花费。 

另外，仅仅阅读书面的内容，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可能

很难真正理解疾病终末期和生命支持治疗的含义，因此许

多医生都推荐临床工作者和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充分交流，

而不是只给患方一个书面文件，并且最好在身体健康的时

候进行[7]。 

我们的初步调查受限于调查地区、样本量，而且医务

人员的比例偏高。下一步应进一步增加调查样本量、扩大

受调查者的范围；或进行更详细的调查，包括医师和受访

者面对面的讨论，可能更有助于了解普通人真正的想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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